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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所以，“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

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① 这里，黑格尔仅为一例（当

然他后来影响巨大，通过马克思这一中间环节对现代中国的“自我”认知起到了根本形塑的作用），19世纪以来的一

流欧洲思想家，差不多都把儒家伦理当作“先进的欧洲”之“反面教员”来加以嘲弄，对其稍具好感的，实在难得一

见。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之立场背景下的判断与评论，正像萨义德（Edward Said）在批判“东方主义”时所描述

的那样：“东方学话语，其内在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② 西方两个多世纪以

来所占有的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和牢牢控制着的话语霸权，使得他们对异邦所作的描述和极尽能事之相象，早已经成为

了具有某种先导性的范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叙事，也引导了被他们所描述的那些群体自身对于

“自我”的认知。西学观照下的儒家伦理表达当然也不例外。 

  这样，在扭曲化的内部批判和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儒家伦理的现代叙述变得日渐地苍白，我们已实在

不知道还有哪些可以说，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说！现实生活中的空洞化和陌生化，以及理论研究上的“失语”乃至

“胡言乱语”，使得儒家伦理根本远离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以至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在内外比照的强烈反差

底下，我们才能逐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讨论，唤醒了人们长期

沉埋心底的文化本根的意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夹层”之间看到了可以往来的孔道，重新找回了面对儒家伦

理时的某种现实感。继之大规模的对外交流，与港台海外华人地区的深入接触和了解，东亚社会（特别是韩国）所带

来的刺激，使得我们深深感觉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将传统“清理”出场，而照样实现了现

代化？为什么我们视之如撇履的儒家伦理不但没有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障碍和包袱，反倒成了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创

新的动力？这来自于外部的警醒与激荡，成为了开启内心堙没已久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媒介，让我们大家换了一种

眼光，来重新打量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儒家伦理。就拿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的“韩剧”来说，除了时尚文化的因素之

外，道德意义上的强烈对比感和心理反差所激发出来的思考，以及从内心深处所唤起的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实在可

以看作是儒家伦理思想成功“反哺”的一大实例。正是在面对外部的世界、在“身临其境”般的比照之后，我们对儒

家伦理的认识才有了新的变化，才能从长时间的“彻底决裂”的历史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一方面是高度的趋同性和万物“毕同毕异”式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离散化”效应的

加剧，这可以说是“全球化”自身所蕴涵的悖论。就文明形态而言，经济一体化和生活同质化所激荡起来的文化自

觉、寻根意识和身份认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来得如此之强烈，这些意向或机缘将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由此

我们说，全球化绝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而只可能是传统的改变。儒家伦理在面对新的挑战之前，先要作一番历史的

清理工作，尤其需要从近代以来内外夹击所形成的“妖魔化”处境之中脱身出来，变换声誉，以取得起码的“出场”

资格。这就需要我们从学理上、观念上，乃至于基本的叙事框架上，来重新地考量它，并需要对其概念范畴、问题向

度、思想脉络和历史情景作更加细致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有在转换了现行的面对方式以及处理的办法之后，

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它的合理性也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说明。而激活儒家伦理之新的力

量，除了现实生活中的有心挖掘、努力涵育、不断培植和社会风尚方面的大力倡扬、典范导引之外，亟需要在学理层

面上来一番重新的塑造。这包括要克服长期以来的批判氛围所导致的疏离感，以及心理认同方面的种种障碍，重新地

以同情理解之姿态来肯定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逐步确立起儒家伦理叙述与表达“自作主宰”的主体性。系统的

重构和叙事的转向能够在当今出现，对于经济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文化上展现“自我”形象、并进而实现自我伸张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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